
财政公开的经济社会效应研究新进展


储德银　左 芯

摘要：大力推进财政公开是加快完善现代财政制度的内在诉求与制度基础，亦是推进国家治理

体系现代化与提升治理能力的关键所在。虽然近年来我国在现代财政制度构建的过程中，政府财

政信息公开取得了较大进展，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一定差距，而且国内理论界有关财政信息

公开的经济社会效应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为此，本文系统回顾与全面梳理了国外有关财政公开

的研究现状和最新进展。首先对财政公开内涵与理论基础进行详细诠释；进而从经济和社会效应

两个维度深入分析了财政公开对一国财政可持续、资源配置和公共产品供给、政府治理以及经济社

会和谐发展的影响；最后立足于新时代中国财税体制的历史使命与国情背景对未来财政公开理论

研究与深入探析进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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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财政公开的内涵界定与理论基础

财政信息公开不仅是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内在诉求与制度基础，亦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

代化与治理能力提升的关键所在。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财政公开逐渐成

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各国政府纷纷围绕财政公开制定相关政策措施进一步完善本国体系架

构，尤其是近年来欧洲债务危机爆发，更加凸显政府财政信息公开的必要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在２０１４年《财政透明度准则》（Ｆｉｓｃａｌ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Ｃｏｄｅ，ＩＭＦ）中明确提出各国政府应为其公民

提供参与预算审议的机会。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也在其２０１５年批准的《预算管理的建议书》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ｏｎＢｕｄｇｅｔａｒｙ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ＯＥＣＤ，２０１５）中指出预算信息应当公开、透明和易

于获取，预算案辩论则应是包容、参与和现实的。从理论上讲，财政公开通过保障社会公众的知

情权和监督权能够有效地抑制政府官员的机会主义行为，从而不仅提高政府决策的合理性，还有

助于建立一个负责任的法治政府。就实践而言，多数国家在深入推进财政公开改革之后，无论是

财政收支矛盾抑或宏观经济运行压力均在一定上得到缓解，因而可以说财政公开与一国经济社

会良好运行密不可分。

财政公开作为影响国民经济现代化的制度基础，一方面，能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和提高公共物

品的供给效率进而提升国内民众满意度；另一方面，财政公开意味着国外投资者获取相关信息的

渠道更加多样，因此国外资本通常更加青睐财政公开程度更高的国家。Ｍｉｓｉｇ＆ Ｎｉｅｄｚｉｅｌｓｋｉ

（２００１）在对波兰国民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与瓶颈进行深入研究时较早地提出财政公开这一概念，

认为财政公开是指社会公众能够自由获取政府公共部门在财政领域活动的有关信息，同时指出财

政透明是财政公开的关键所在。然而财政公开这一概念的提出并未引起国外学界的高度关注，多

数学者仍将财政公开简单等同于财政透明进行研究。比如，Ｒｏｂｅｒｔｓ（２０１５）在研究如何提高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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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公开时，仅阐述如何按照国际准则提高政府部门财政透明度，并未涉及参与式预算。ｄｅＲｅｎ

ｚｉｏ＆ Ｗｅｈｎｅｒ（２０１７）认为财政透明和参与式预算均能有效地提高政府部门财政信息公开的质量，

强调财政公开应同时包括财政透明和参与式预算两个核心内容。其中，财政透明是指政府部门可

以最大限度地向社会公众公开政府结构和职能、财政政策目标和意图、公共部门账户情况等信息，

不仅具有全面性、清晰性、可靠性、及时性和可比性，而且还涵盖过去、现在和未来不同时期（Ｋｏｐｉｔｓ

＆Ｃｒａｉｇ，１９９８），即可从三个不同维度进一步理解财政透明：一是财政政策目标的可靠信息；二是

财政政策执行的准确数据；三是政府信息公开的规章制度。然而与界定明晰的财政透明不同，迄

今有关参与式预算的定义尚未统一且缺乏规范性，通常认为参与式预算是指公民、非政府组织通

过政府当局影响财政政策制定和执行的一系列措施，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参与机制，能够有效地实

现私人信息在社会公众与政府当局之间垂直流动。参与式预算具体包括两个维度的内容：一是社

会公众参与预算编制和执行的程度，包括预算编制和执行时的征询机制和社会公众意见反馈的相

关规定等；二是社会公众参与决算审计的程度，涵盖决算审计程序执行时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的

方式以及决算结果相关资料地提供等。除部分国外学者混淆财政公开和财政透明的概念展开相

关研究外，多数学者将财政透明置于政府财政公开的首要地位，因此，在财政公开这一概念提出之

后的较长时期中，同时涵盖财政透明与参与式预算两个方面对财政公开进行探究的文献相对有

限。Ｏｌｋｅｎ（２００７）采用随机实验方法探究了如何在减少腐败中综合考虑财政透明和参与式预算这

两种不同的财政公开方式，其中，在以乡村道路为例的基础设施建设中，资金使用情况地详细公开

和基层群众参与预算能够有效地减少项目资金地遗漏，但不同参与方式可能会对结果产生不同程

度地影响。Ｈａｒｒｉｓｏｎａ＆Ｓａｙｏｇｏｂ（２０１４）利用９８个国家的截面数据探究了政治文化、人力资本和

经济发展水平对财政透明和参与式预算的影响，发现上述三者均会对财政公开产生显著的正面影

响，即民主的政治文化、社会公众较高的受教育程度和更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

升财政公开程度。除此之外，国外学者还围绕财政透明和参与式预算间关系展开研究。ＭｃＧｅｅ＆

Ｇａｖｅｎｔａ（２０１１）认为财政透明度的提高有利于社会公众掌握当局政府官员财政行为的意图，从而

促使政府问责机制得以有效地发挥作用。但相较于以南非为代表的高财政透明、低预算参与度国

家，Ｋｈａｇｒａｍｅｔａｌ（２０１３）则提出，以巴西为代表的实施参与式预算改革的国家，社会问责机制能够

有效地发挥作用，从而将财政透明、参与式预算和财政公开之间关系归纳如下：一是财政透明是参

与式预算机制有效发挥作用的前提。因为财政透明意味着通过财政信息公开能够减轻辖区居民

与政府当局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尤其是当财政透明程度较高时，辖区居民能够根据自身偏好，在财

政资金投向和使用效率等指标中做出合理选择。二是参与式预算能不断推动财政透明从而提高

财政公开程度。因为参与式预算的实施意味着辖区居民拥有预算项目的决策权和决算结果的监

督权，进而倒逼政府公共部门不断地提高财政透明度。三是唯有同时实现较高程度的财政透明和

预算参与才能实现或达到财政公开的目的，即财政透明和参与式预算通过相互优化共同推进政府

财政公开。

虽然当前学术界对财政透明的内涵界定已相对清晰，但如何构建测度财政透明度的指标仍存在

一定争议，本文将参考和借鉴有关国际标准将财政透明度指标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１９９８年发布的《财政透明度良好做法守则》（ＣｏｄｅｏｆＧｏｏ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ｏｎＦｉｓｃａｌ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

ＩＭＦ），所制定的财政透明度的衡量指标体系具体包括各级政府和公共部门职责的明确性、信息公开

的可获得性、预算编制、执行和报告的公开以及真实性，该指标体系相继在２００１年和２００７年进行了

两次修改。第二类是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在２００１年公布的《预算透明度最佳做法》（Ｂｅｓｔ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ｏｎＢｕｄｇｅｔ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ＯＥＣＤ），将预算透明度的内容以报告的形式列举出来，首先指出政府应该

编制主要预算报告及一般内容；其次强调预算报告中应包含某些信息的详细披露，比如或有债务、税

式支出、金融债务和金融资产等；最后针对如何保证预算报告的质量及完整性提出了相关建议。第

三类是国际预算合作组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ｕｄｇｅｔ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在２００６年度以８５个国家为样本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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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得到的公开预算指数（ＯｐｅｎＢｕｄｇｅｔＩｎｄｅｘ，ＩＢＰ），具体参考了与预算公开相关信息的９１项条目

的实施情况对各个国家进行评分，包括关键预算信息的可得性，预算执行的目的以及年中预算报告

和年末审计报告等是否公开。纵观以上三类指标虽说各有利弊，但是迄今为止，多数国外学者构建

财政透明度指标主要是以上述三类标准为基础，并从财政透明的不同维度选择不同的条目来进行研

究。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学者利用其他指标。比如，Ｈａｍｅｅｄ（２００５）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编写的

《标准与准则遵守情况报告》（Ｒｅｐｏｒｔｓｏ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ｎｃｅｏｆ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ａｎｄＣｏｄｅｓ，ＲＯＳＣｓ）构造财政

透明度指标。预算透明是财政透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政府通过合理编制预算安排财政支出。一

方面，预算透明能够有效地防止地方政府绕开预算自收自支，使得全部财政资金接受社会公众的监

督，否则该部分资金将会游离于社会公众监督之外，极易滋生腐败；另一方面，预算透明能够保证财

政资金链条的完整性，提高财政信息的可理解性，强化社会公众对财政资金的监督。因此国外学者

除围绕如何科学合理界定财政透明度指标展开研究外，还涉及预算透明度指标的构建。比如，Ｂｅｎｉｔｏ

＆Ｂａｓｔｉｄａ（２００９）结合ＯＢＩ和ＯＷＤ指标，构建了涵盖４０个政府预算特征的预算透明度指标。具体

地，他们将ＯＢＩ指标设置为虚拟变量并与ＯＷＤ（ＴｈｅＯＥＣＤ／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ＢｕｄｇｅｔｉｎｇＤａｔａｂａｓｅ）问卷

的结果进行匹配，若某国与 ＯＢＩ指标中的最佳做法一致时，则该值为１，反之为０。Ａｌｔ＆ Ｌｏｗｒｙ

（２０１０）在衡量美国各州政府预算透明度时构建了一个包含９项条目的综合指标，其中包括预算报告

中是否囊括所有的收支项目、是否采用ＧＡＡＰ报告原则、多年期支出预测、履行收入预测以及立法

机构参与收入预测等方面。

相对于测度指标构建多样化的财政透明，参与式预算的已有定量研究十分有限。参与式预算源

于１９８９年巴西的阿雷格里港，但直至２０００年才被广泛引入欧亚等地区。鉴于参与式预算的具体实

施形式受到各地政治、经济、文化以及财政制度差异的影响，因而参与式预算并非凭借单一的制度程

序实现，而是依赖于众多的政策手段。学界更多的是利用地区是否采用参与式预算机制或采用不同

类型的参与式预算机制等信息进一步衡量其对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异质性影响，而这一指标多确定

为婴儿的死亡率、失业率、人均医疗卫生支出等（Ｔｏｕｃｈｔｏｎ＆ Ｗａｍｐｌｅｒ，２０１４；Ｂｏｕｌｄｉｎｇ＆ Ｗａｍ

ｐｌｅｒ，２０１０）。除对参与式预算的研究视角有限之外，各国政府对参与式预算的重视度也较低，ｄｅＲｅ

ｎｚｉｏ＆Ｋｏｒｔｈ（２０１１）通过查阅一百多个国家的《预算法》发现，超过一半国家的《预算法》中明确规定

财政透明，将其作为指导财政政策制定的原则，但是仅有七个国家《预算法》涉及参与式预算的有关

规定。

迄今有关财政公开研究的理论基础主要是财政幻觉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且对财政公开的

经济社会效应及其作用机制存在较大分歧。首先，财政幻觉理论是指政府过分强调扩大财政支出

的益处并隐匿税收和债务水平的提升，这种财政收支的混沌性使得纳税人对自身真实税收负担产

生幻觉并低估公共产品的提供价格，进而错误地要求政府进一步扩大财政支出，从而导致财政赤

字规模不断扩大以及由此形成恶性循环。其次，在委托－代理理论框架下，公民作为“委托人”，财

政当局、预算支出部门和政治家等作为从事财政活动的“代理人”。鉴于“代理人”和“委托人”的目

标时常并不一致，各自都会追求其自身利益最大化，所以建立健全财政公开与问责机制能够通过

减少政府、选民与市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从而实现对政府公共行政行为的有效监督（Ａｌｔｅｔａｌ，

２００２）。最后，关于财政公开的影响效应存在两种对立观点：一是认为财政公开具有积极效应，即

财政公开能够有效地缓解政府与公众间的信息不对称，是实现财政资金有效管理和财政问责的必

要条件，有助于降低腐败、提高资源的有效利用率、增强政府公信度和增加国民收入，且与良好的

社会治理密切正相关。财政公开对经济社会的正向作用机制主要是基于财政公开能够促进社会

公众对财政资金使用情况的了解，避免财政幻觉的存在，抑制地方政府的支出冲动，减少地方政府

债务规模。除此之外，财政公开是外部监督机制有效发挥作用的前提，不仅能减少基于委托－代

理理论下的地方政府机会主义行为，提高政府治理效率，还能强化地方政府对辖区内居民公共需

求的响应，优化资源配置。同时，无论是参与式预算抑或是财政透明都能在一定程度上激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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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参与治理的热情，这也间接地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积极影响。二是也有少数学者提出财政公

开反而具有悲观效应。比如，Ｈｏｏｄ（２００１）认为应对财政透明程度有所限制，因为它可能会破坏某

些支持社会正常运转的规则，而且当某一领域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时，过度的透明会阻碍政治联

合的形成。Ｈｅａｌｄ（２００３）认为财政信息在合理范围内的公开会提高政府治理效率，但过度曝光反

而会因其过高的交易成本和过度的政治化而导致效率损失，财政公开的积极效应取决于社会公众

能否处理和使用信息，否则大量信息的公开只会成为混淆公众注意力的障碍（Ｈｅａｌｄ，２０１５）。比

如，极易引发社会争议的“三公经费”公开除有利于社会公众评估政府收支的合理性外，更有可能

引发公众质疑，进而对政府公信度产生不利影响。综上所述，一方面，财政公开的积极效应受限于

其他方面，比如社会公众正确理解财政信息的能力、获得该信息的成本等；另一方面，财政公开有

可能会暴露政府决策失败，对政府公信力产生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会进一步地对经济社会发展

带来消极效应。

政府对财政公开的干预一方面可能涉及预算过程的任何阶段，即起草、审议、执行和决算，能够

实现对政府预算全过程的有效监督，避免政府忽视预算程序与隐藏真实债务水平，进而提高政府预

算的质量。另一方面，还会涉及政府各个部门之间的资金往来，如某项政府采购的支出等方面。因

此，财政公开可以让社会公众确定政府真实的债务水平，以免政府采取“发新还旧”方式将当前债务

无限延期，从而缓解基于财政幻觉理论的政府赤字规模不断增大，促进国家的财政可持续（ｆｉｓｃａｌ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与之相伴，财政公开还可以减轻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使得政府更好

地了解社会公众的偏好，也能加强公众对政府的监督，减少政府的官僚主义行为，进而影响政府治理

能力、资源配置和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正因如此，本文随后部分将从一国财政可持续、资源配置和

公共服务供给、政府治理和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四个维度全面梳理与归纳学术界对财政公开经济社会

效应的最新研究。

二、财政公开的经济效应

（一）财政公开对一国财政可持续的影响

近年来欧美国家债务危机频繁发生，尤其是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使得财政可持续成为热点

话题，尤其是作为全球经济霸主的美国在２０１２年也面临财政可持续的危机，这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

美国财政收支的矛盾，因而研究财政公开对一国财政可持续的影响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方

面，财政公开可以有效缓解政府与辖区内居民的信息不对称，避免当局政府官员为实现政治晋升抑

或社会集团的利益最大化而过度举债，因此能够抑制赤字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另一方面，财政公开能

够提高央地政府的公信力，降低举债成本，减轻财政偿债压力。迄今学界有关财政公开对一国财政

可持续影响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举债规模和举债成本两个方面。

１．财政透明与预算赤字、政府债务水平等宏观指标之间关系。财政透明能够减少地方政府与

辖区内居民的信息不对称，使得辖区内居民了解公共产品的真实成本和自身承担的税收负担，进而

能够抑制地方政府的支出冲动。Ａｌｔ＆Ｌａｓｓｅｎ（２００６ａ，２００６ｂ）创造性地提出预算透明在政治预算

周期中的作用及其对政府债务水平的影响，并利用１９个发达国家１９８９－１９９８年间的数据进行研究

发现，低透明度国家赤字与ＧＤＰ的比率在非选举年和选举年会发生大幅度波动，通常变化幅度超过

１％，这是因为现任官员在选举年为赢得继续连任，通常会扩大赤字规模以提供更好的公共产品来满

足选民的需求偏好并显示其能力（Ａｌｔ＆Ｌａｓｓｅｎ，２００６ａ）；而且低预算透明度与更高的政府债务水平

高度相关（Ａｌｔ＆Ｌａｓｓｅｎ，２００６ｂ），现任官员除扩大财政支出规模外还会利用预算执行偏差以达到高

估真实财政收入进而实现连任的目的，比如，Ｒíｏｓｅｔａｌ（２０１８）利用西班牙２００８－２０１４年间１００多个

城市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各市级政府财政透明度的高低显著地影响税收和经常性支出与预算执行的

偏差，这是因为财政透明度较低的政府通常能够意识到其收入被高估，因此支出通常会低于预算编

制的水平。Ｂｅｎｉｔｏ＆Ｂａｓｔｉｄａ（２００９）利用４１个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分析财政透明度与政府债务、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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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赤字规模、竞选投票率等变量之间关系时发现，财政透明与政府债务水平无关，但分别与竞选投票

率正向相关，与财政赤字规模负相关，并在此基础上认为财政透明不能有效地降低政府债务水平的

主要原因是政府债务水平受往期债务规模和政府支出的影响，是一个不断累积的值，而财政透明度

却是年度值，从而导致在实证分析过程中隐匿了二者可能存在的正相关抑或负相关关系。Ｇｅｒｕｎｏｖ

（２０１６）利用５７个国家２００６－２０１５年间的面板数据研究得到与Ｂｅｎｉｔｏ＆Ｂａｓｔｉｄａ（２００９）相悖的结

论，即财政透明与政府债务水平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但是相较于高收入水平国家，低收入水平国家

提高财政透明度能够更有效地降低政府债务水平。

２．财政透明与国债信用等级、政府举债成本之间关系。多数学者认为财政透明度的提升能够

显著提高国债信用等级与降低政府举债成本，因为国债信用等级的高低是政府违约风险的体现，社

会公众更倾向于信用等级高与违约风险低的国债。如若金融市场不能确定官方财政数据的真实性

会增加政府融资风险（Ｂｅｒｎｏｔｈ＆ Ｗｏｌｆｆ，２００８），而提高财政透明度能够增加政府公信度，降低政府

在金融市场的风险溢价，进而能够降低政府发行债务的成本，这是因为金融市场交易主体确信一个

财政信息透明的政府更有能力和意愿履行其偿债义务。虽然多数学者承认财政透明对国债信用等

级的积极效应和对政府举债成本的消极效应，但是由于选取的变量和数据不同使得研究结果不尽相

同，比如，Ｈａｍｅｅｄ（２００５）通过构建一个包含数据真实度、中期预算、预算执行报告和财政风险公开四

个二级指标的财政透明度指标体系进行测度发现，财政透明度总指标与国债信用等级呈正相关，但

二级指标中的预算执行报告透明度与国债信用等级间关系并不显著，这可能是源于变量之间存在的

多重共线性。比如，在建立模型时综合考虑到人均ＧＤＰ、经济增长、政府过去债务违约情况以及通货

膨胀等指标间高度相关，而人均ＧＤＰ和经济增长不仅能有效地衡量该地区的潜在税源和政府征税

能力外，还与政府能否如期还债密切相关。Ａｒｂａｔｌｉ＆Ｅｓｃｏｌａｎｏ（２０１５）将这项研究的样本扩展到５６

个国家后发现，财政透明对国债信用等级的影响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机制并不相同，其中在发

达国家通过影响财政支出效率间接影响国债信用等级，然而在发展中国家却是通过减少财政政策

的不确定性直接影响国债信用等级。Ｂａｓｔｉｄ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５）采用１０８个国家２００７年和２００８年的截

面数据，以国债利息支出与国债总额之比测度国债利率作为被解释变量研究财政透明度、腐败程

度、政府公信度对国债信用等级的影响，发现更高的财政透明度和政府公信度能够降低国债利率，

然而这一研究因使用的是截面数据而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即实证结果说服力与公信力不强。财政

透明除对国债信用等级有正向影响之外，在市政债券发行时还可以显著降低二级市场的交易成

本。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４）利用１９８６－２０１２年间美国各州的５６２项市政债券发行数据，并且考虑到收

益债券大多以政府事业性收入作为担保，与财政透明无直接关系，所以在实证研究中更加侧重研

究普通信用担保债券的发行成本，研究结果发现，财政透明度与市政债券发行成本间呈“倒 Ｕ”型

关系，即透明度过高抑或过低均会增加政府发债成本，仅财政透明度处于中等水平时（３～５之间）

会降低发债成本，但他们认为这种“倒 Ｕ”型关系可能是短期或暂时现象，因为某地区财政透明度

的骤然提高并不会立刻改变社会公众对其的印象，然而从长期来看提高财政透明度能够降低市政

债券的发债成本。

伴随财政透明与一国财政可持续之间关系研究的不断深入，近期有学者着手分析财政透明

对财政诡计（ｆｉｓｃａｌｇｉｍｍｉｃｋｓ）的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主要通过财政赤字、政府债务规模的波动

来反映。财政诡计从理论上是指为改善财政统计结果，如政府为了平衡预算和债务等而蓄意歪

曲公共财政的运行状况（Ｗｅｂｅｒ，２０１２）。综上所述，提高财政透明度不仅可以通过加强对预算编

制和执行程序的管理，避免政府绕开预算约束寻求预算外资金或者隐瞒真实债务水平等其他财

政诡计行为（Ｒｅｖｉｇｌｉｏ，２００１），还有利于减少债务与年度赤字的波动。另外，提高财政透明度还能

降低或消除与选举、经济周期和经济衰退有关的财政诡计（Ａｌｔ＆ Ｌａｓｓｅｎ，２０１４；Ｗｅｈｎｅｒ，

２０１４）。Ａｌｅｓｉｎａ＆Ｐｅｒｏｔｔｉ（１９９６）提出政府官员通常会掩盖真实的预算平衡以达到操纵选民的目

的，政府官员利用预算执行偏差以期继续当选，在选举年时通过虚增财政收入扩大支出来满足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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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需求，在当选后通过低估财政收入压缩支出以抵消前期的赤字，因此预算执行偏差不仅仅是财

政收支预测的技术缺陷等造成的，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政府官员的决策动机（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Ｃａｌａ

ｂｒｅｓｅ，２０１６）。

（二）财政公开对资源配置和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

如何优化资源配置和提高公共产品的供给是财政分权国家永恒的议题。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

认为，通过地方政府间的竞争能够促使地方政府积极响应辖区内居民的公共需求。基于第一代财政

分权理论的研究框架，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承认地方政府竞争的激励机制，但是认为地方政府官员

存在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自利行为，可能会榨取社会公共资源以实现自身利益。而财政公开一方

面能够通过财政透明和参与式预算机制强化社会监督，提高财政支出效率，减少政府官员的自利行

为，抑制财政分权中政府官员的自身激励行为；另一方面，参与式预算机制可以真实地反映辖区内居

民的公共需求，充分激励财政分权中的地方政府有效发挥信息优势。但是，囿于财政透明的固有限

制，其主要是通过政府主动抑或被动公开财政信息加强社会监督，进而间接地影响资源配置和公共

产品供给，因此学界更加侧重于参与式预算，直接反映辖区内居民公共需求的机制对资源配置和公

共产品供给效率的影响。

１．财政透明对资源配置和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有关财政公开对资源配置和公共产品供给的

影响，相较于财政透明，学界更侧重于参与式预算，这一方面是源于财政透明影响的间接性，另一方

面是如何合理优化资源配置和测度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存在一定的困难，因此文献相对缺乏。有鉴于

此，财政支出效率可以视为政府利用有限资源最大化满足公共需求的能力，其与财政透明之间关系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财政透明对资源配置与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因此该影响机制包括两方面：

一是提高财政透明度能够有效降低政府债务率，而政府债务率与财政支出效率之间有着不可忽视的

关系，Ｍｏｔｅｎｓ＆Ｐａｓｃｈｏａｌ（２０１６）研究影响财政支出效率的因素发现，政府债务规模越大则财政支出

效率越低。二是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往往会使得代理人即地方

政府忽略支出的无效率，提高财政透明度能够加强社会监督，因此能够间接提高财政支出效率，优化

资源配置和提高公共产品供给效率。Ｍｏｎｔｅｓｅｔａｌ（２０１８）利用２００６－２０１４年间的８２个国家面板数

据探究了财政透明对财政支出效率的影响，得出上述两种作用机制确实存在的结论。除此之外，几

乎没有学者直接定量研究财政透明与支出效率间关系，现有文献中也仅有几篇间接分析财政透明对

资源配置和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比如Ｓｗｉｆｔ（２００６）提出，有鉴于税收支出可以影响预算平衡和公

共资源的配置效率，因此加强税收支出的管理是财政支出管理中不容忽视的部分，而加强税收支出

的关键在于提高财政透明度与强化问责机制。不同于其他公共支出，税收支出不仅具有较大的隐蔽

性而且地方政府在决定税收优惠时有较强的自主性，因而其通常被视为间接隐性支出，而这种间接

隐性支出容易使得纳税人忽略税收负担导致财政幻觉，进而引发公共产品的重复建设或结构失衡等

问题。Ｒｙｔ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７）也认为税收支出极易成为地方政府官员扩大财政支出的途径，进而导致税收

负担隐性化，他们利用１９９９－２０１５年间美国的数据研究发现，提高财政透明度能够抑制地方政府官

员增加税收支出以达到扩大财政支出规模的行为，因此与高财政透明度相伴的通常是高财政支出

效率。

２．参与式预算对资源配置和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学界关于参与式预算对资源配置和公共

产品供给影响的研究关注两个问题：一是地方政府有无引入参与式预算机制；二是引入不同的参

与式预算机制有何差异。第一类研究主要是以巴西各市数据为例进行比较分析。Ｇｏｌｄｆｒａｎｋ＆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２００６）通过比较发现，引入参与式预算机制的阿雷格里港相较于未引入该机制的其他城

市，社会部门支出的比例显著提高，同时，政府公共投资项目的完成度也有所改善。随后一些学者

将研究样本扩大到巴西的２２０个大型城市进行研究发现，６４个引入参与式预算机制的城市资源配

置得到优化，尤其是健康和教育支出比例的提高（Ｂｏｕｌｄｉｎｇ＆ Ｗａｍｐｌｅｒ，２０１０；Ｔｏｕｃｈｔｏｎ＆ Ｗａｍ

ｐｌｅｒ，２０１４）。这主要是因为参与式预算机制一方面可以强化辖区内居民对政策执行的监督，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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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投资和资金浪费，进而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另一方面可以使政府更好地了解辖区内居

民的偏好，在有限的财政资源下按照轻重缓急的顺序提供公共物品（Ｇｏｎｃａｌｖｅｓ，２０１３）。第二类研

究以引入不同参与式预算机制为基础，分析何种机制最优。Ｓｉｍｏｎｓｅｎ＆Ｒｏｂｂｉｎｓ（２０００）以美国两

个城市为样本研究了如何充分利用辖区内居民对不同类型公共服务的纳税态度来决定预算支出

的优先顺序。税收可以被视为纳税人购买公共产品的价格，则辖区内居民的纳税态度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了公共需求的偏好，而这往往不同于地方政府的支出偏好，地方政府相较社会性公共服务

支出更倾向于一味增加经济性社会公共服务支出，由此导致资源在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之间错配

和公共产品结构失衡。为实现辖区内居民的公共需求和地方政府的支出目标相一致，引入何种参

与式预算机制能够保证每个公民在决定对地方财政支出时都有平等的参与权，使得辖区内居民的

公共需求得到真实反映。学界围绕此话题进行了如下研究：Ｂｅｓｌｅｙｅｔａｌ（２００５）通过对印度国内四

个地区的调查，研究了村民会议中的直接参与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发现弱势群体相较其他

群体更热衷于参加与资源配置和公共服务供给有关的会议。但是在印度，由于女性相较于男性几

乎不太可能参与到这些会议中来，因而上述机制缺乏代表性，效果也并不显著。Ｏｌｋｅｎ（２０１０）通过

采取随机实验方式对印度尼西亚进行研究发现，村民对无记名投票所选项目的满意度要高于代表

制的村委会议，证明直接参与制相较于代表制更能提高财政支出的效率。Ｂｅａｔｈｅｔａｌ（２０１２）选取

了阿富汗的２５０个村庄进行随机实验，以评估不同参与机制对当地资源配置的影响，同样发现以

无记名投票选择公共支出项目相较于代表制的村委会议更少受到精英政治的影响，进而更能真实

反映大多数人的需求。与此同时，ＤｉａｚｋＣａｙｅｒｏｓｅｔａｌ（２０１３）通过分析１９９５年墨西哥瓦哈卡州改

革时得出一致的结论，即直接参与制与代表制相比能改善教育和污水治理等社会性公共产品供

给。但是，Ｓａｇｕｉｎ（２０１８）利用２００３－２０１０年间各社区预算参与者的数据研究发现，并非所有群体

都能从参与式预算机制中受益，即使是在直接参与制中不同群体都会表现出不同的参与热情，如

贫困人口的参与度不高，占比较低且呈逐年下降趋势，因此贫困人口难以从参与式预算机制中获

利，而且参与式预算能够有效发挥的前提是，保障辖区内居民真实反映自身需求的同时，地方政府

官员能够对公共需求做出积极响应，否则参与式预算可能会流于形式，并不能达到优化资源配置

和提高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目的。

三、财政公开的社会效应

（一）财政公开对政府治理的影响

政府善治包括信息透明和社会监督两个关键要素。一方面，财政透明是信息透明的重要组成部

分，有利于确保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提升财政管理水平，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

财政信息的不透明为腐败滋生提供肥沃的土壤，社会公众不仅难以区分政府官员的优劣，还会因政

府官员的集体腐败行为使得政府审计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Ｂａｕｈｒ＆Ｇｒｉｍｅｓ，２０１４）。另一方面，财

政透明和参与式预算是社会监督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当政府主动公开财政信息时，各级政府

责任得以明确，能够有效地减少地方政府官员的机会主义行为，同时，参与式预算能够明晰各级政府

的支出范围和规模，使得各级政府行为需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综上所述，财政公开能够通过财政透

明和参与式预算两种途径有效提高政府治理水平。

１．财政透明、参与式预算对腐败的影响。政府治理有着丰富的内涵和外延，学界对财政公开与

政府治理间的关系大多围绕财政透明、参与式预算对腐败的影响来展开。财政透明对腐败的影响主

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当财政透明体系不健全时，政府信息公开给行贿者更全面了解相关政策制定

者的机会，进而增强其行贿的动机，此时政府信息公开不全面不规范使得社会公众无法及时监督，进

而会导致腐败滋生。二是当财政透明体系健全时，虽然行贿者仍有行贿动机，但是社会公众的监

督能够有效抑制受贿者收受贿赂。Ｂｅｌｌｖｅｒ＆ Ｋａｕｆｍａｎｎ（２００５）在ＵＣＭ模型框架下构建了包括衡

量经济机构透明度和财政透明度的宏观透明度指标，并利用１９４个国家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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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尽管经济机构透明度和财政透明度的表现差异较大，但总体上透明度与更高的政治竞争和更

低的腐败程度相关。Ｂａｓｔｉｄａ＆Ｂｅｎｉｔｏ（２００７）将研究样本缩小为４１个国家进行研究发现，尽管

ＯＥＣＤ国家和非 ＯＥＣＤ国家的财政透明度不存在较大差异，但提高财政透明度均会有效减少腐

败。Ｇａｅｔｅｅｔａｌ（２０１７）利用２００３－２０１２年间１１６个国家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建立系统ＧＭＭ 模型

进行研究发现，财政透明可以有效抑制腐败，更高的财政透明度通过提高政府官员决策的可预见

性，限制机会主义行为。相较于财政透明，参与式预算抑制腐败的作用机制更为直接，参与式预算

机制引发自下而上的监督体系，Ｏｌｋｅｎ（２００７）在印度尼西亚地区以公共道路项目的选择为基础，在

项目资金使用情况公开的基础上通过实验研究不同的参与机制与降低腐败的关系，随机选择一些

村庄告知其项目最终会由中央政府审计，并且在村民大会上讨论审计结果，研究结果发现，虚报的

资金相较于未接受审计的村庄低８％。综上所述，财政透明和参与式预算均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

政府治理水平。

２．财政透明影响腐败的前提条件。多数学者都认可财政透明可以有效地降低腐败，但是对

于这一效应能否有效发挥作用，即财政透明抑制腐败的前提条件，学者们的意见大相径庭，并围绕

这一话题展开了如下研究。Ｓｔｒｍｂｅｒｇ（２００２）利用１９３３－１９３５年间美国联邦政府对低收入家庭

转移支付的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各县的低收入家庭实际获得转移支付金额存在一定的差异，有广

播的地区的低收入家庭相较于其他地区收入增加得更多，这主要是因为这些低收入家庭可以通过

广播更好地了解政策制定和执行进展，进而实施有效监督。囿于社会公众取得消息的成本和能力

有限，有效的社会监督难以仅通过社会公众实现，通常需要依赖于媒体做出分析与评价，因此媒体

是财政透明提升政府治理效果与能力的重要条件。世界银行在１９９６年的一项调查中发现，乌干

达政府为支持地方学校建设投入的每一美元中，学校只能得到２０美分，其余８０美分都被地方政

府截获。为扭转这种局面，中央政府每月在全国性的报纸上公布中央对地方学校拨款的具体金

额，以增强家长和社会公众对这笔资金的监督。随后学校可实际利用的中央政府补助资金从

１９９６年的２５．４％增长到２００１年的８１．８％，年均增长３７．０１％，多数学者认为这一案例能够有力

地证明媒体中介在提高财政透明度减少政府腐败行为中的作用。但是 Ｈｕｂｂａｒｄ（２００７）研究指出，

乌干达政府的教育改革也会对结果产生影响，因而不能确定究竟是财政信息公开抑或教育改革提

高了财政资金的利用率，同时也不能确定财政信息公开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了财政资金的利用率。

并且，Ｓｕｎｄｅｔ（２００８）通过相同的尝试却并未得到与上述一致的结果。与之相伴，Ｌｉｎｄｓｔｅｄｔ＆

Ｎａｕｒｉｎ（２０１０）利用Ｂｅｌｌｖｅｒ＆Ｋａｕｆｍａｎｎ（２００５）的样本数据重新进行研究发现，只有当财政信息可

以免费获取，且选民会充分利用信息公开向政府问责时，提高财政透明才会减少政府寻租与腐败

行为。综上所述，财政透明度能通过媒体这一信息中介发挥作用进而降低与减少腐败，因为媒体

能够减少社会公众获取和分析信息的成本，使得选民能够更直接有效地了解官员，加强社会公众

对官员的监督。

３．财政透明对政府规模的影响。除腐败外，政府规模也是政府治理的题中之意，政府规模过大

不仅意味着政府官员行政效率低下，人浮于事，还说明公共部门占有的社会资源比重过高，可能会对

私人投资造成不利影响。而财政透明通过加强社会公众对政府的监督，与政府规模、当局政府官员

选举问责密切相关。Ａｌｔｅｔａｌ（２００２）利用美国各州的数据研究财政透明与州长的支持率、政府规模

之间关系时发现，高财政透明度通常与政府规模、州长支持率均呈正向关系，高财政透明度会增加政

府公信度，社会公众一方面会支持当局政府，另一方面也愿意减少私人部门的消费以增加公共部门

的支出。并且，当地居民人均真实收入水平与政府规模无关，但官员任期内人均真实收入水平的波

动与政府规模、官员支持率正相关。Ａｌｔ＆Ｌｏｗｒｙ（２０１０）后来利用美国各州的数据以深化这项研究

发现，财政透明与现任州长的任期并无直接关系，现任州长是否继续当选只与当地经济发展状况、州

长的年纪、州长从政时间密切相关，但财政透明度能够降低政府当局任期内税收收入的增加，并得到

与Ａｌｔｅｔａｌ（２００２）一致的观点，即高财政透明度往往伴随着政府规模的扩大。而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６）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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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研究得出迥然不同的结论，财政透明度与地方政府规模呈“Ｕ”型曲线关系，即在一定范围内，

随着财政透明度的提高，与之相伴的是地方政府规模的减小，当财政透明度超过某一界限时，财政透

明度的提高会导致地方政府规模的扩大。

（二）财政公开对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影响

１．财政透明对资本投资和人均收入增长的影响。财政公开对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影响的研究主

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发展与良好的政府治理密切相关，而财政透明不仅能够抑制腐败提高

政府治理能力，还能避免政治周期导致的通货膨胀，因此高财政透明度必然会给经济发展带来积极

效应。二是财政透明、参与式预算所引起的资源配置的优化和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提升也会直接或

间接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正向影响。以第一方面为理论基础的文献侧重于财政透明对国外资本投

资和地区人均收入的影响。ＰｒｉｃｅＷａｔｅｒｈｏｕｓｅＣｏｏｐｅｒｓ（２００２）在分析信息不透明对投资的不利影响

时提出，俄罗斯的腐败、信息不透明和不可信赖、法律监督体系的缺失导致其每年潜在的国外投资损

失约１００亿美元。Ｋａｕｆｍａｎｎ＆Ｋｒａａｙ（２００２）研究发现，提高财政透明度能够提升政府治理能力，而

更高的政府治理能力又会进一步提高居民人均收入水平以及促进地区经济增长。Ｂａｌｄｒｉｃｈ（２００５）在

研究财政透明与人均收入增长之间关系时，利用ＩＭＦ建立的财政透明度指标，具体包括财政数据质

量、预算外活动以及税收收入管理的透明，提出一国经济的良好发展依赖于该国政策体系，提高财政

透明会给经济发展带来正面影响，但同时也认为，因为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因素有很多，在考虑地

理环境、人口等控制变量后，财政透明的正面影响程度显著降低，因此尽管财政透明对经济社会的

良好发展会产生积极效应，但这种积极效应是相对有限的。ＦｕｋｕｄａＰａｒ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１）也得出类似

的结论，即预算公开指数与社会发展状况呈正相关，但是若将相关控制变量纳入回归方程中这种

正向效应就会消失。Ｐｅａｔｅｔａｌ（２０１５）利用１９９６－２００２年间的数据研究了透明度的影响，并严格

地对财政透明与社会经济机构透明进行了区分。他们以宏观经济数据的及时性和可得到性以及

宏观经济政策的公开来衡量财政透明度，以商业和金融信息来确定社会经济机构的透明度，最终

得出两者均会对国外资本投资产生正效应的结论。国际资本更倾向于向高财政透明度的国家流

动，这主要是由于，财政不透明会加剧政府和跨国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降低境外投资者的投资

信心和投资水平。

２．财政透明对价格稳定的影响。基于Ｓａｒｇｅｎｔ＆Ｗａｌｉａｃｅ（１９８１）提出财政可持续对价格稳定

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是保持低通胀和经济稳定的前提条件。学者们纷纷从财政透明出发来研

究政府决策对通胀的影响。财政透明对通货膨胀的影响主要是基于两种作用机制：一是财政透

明避免地方政府利用财政政策创造低失业的经济繁荣假象而引发高通胀；二是提高财政透明度

有助于增强政府公信度，使得社会公众对未来经济发展状况有信心，即对经济的良性预期。Ｔａｙ

ｌｏｒ（２０００）认为地方政府官员通过财政政策在通胀与失业两者间权衡以达到实现自身利益最大

化的目的，比如，在选举年政府官员会利用财政政策降低失业率以期连任，因而在未来往往会引

发高通胀。除此之外，财政透明度较低国家的社会公众对经济稳定有着消极预期，即社会公众存

在强烈的高通胀预期，这会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推高通货膨胀率，进而对经济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Ｂｌｏｔｅｔａｌ，２０１６）。Ｇａｂｒｉｅｌ＆Ｌｕｉｚａ（２０１８）通过８２个国家的数据研究发现，财政透明度越高的

国家，通货膨胀率及其波动都较低，与此同时社会公众对通胀的预期也较低，并且这一影响在发

展中国家更为强烈。

３．财政透明、参与式预算对其他纳入经济社会良好发展指标的影响。以第二方面为理论基础

的研究侧重于财政公开对能够纳入经济社会良好发展的其他指标影响。财政透明和参与式预算都

能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社会良好地发展的作用。首先，在财政透明方面，比如 Ｒｅｉｎｉｋｋａ＆

Ｓｖｅｎｓｓｏｎ（２０１１）根据乌干达中央政府对各地区学校的转移支付资金的实际利用情况指出，学校拨款

信息公开会使得入学人数增加，同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考试成绩。究其原因是，一方面会增加

社会公众对学校和地方政府的监督会提高学校的管理能力，学生的成绩也会有所提高；另一方面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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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轻家庭对子女教育的负担，使得更多的家庭能够支付学费。但他们忽略了外部环境的限制，即家

长在学校教育中的作用以及有关初级教育政策的重要性。Ｌａｓｓｅｎ（２０１６）以公共就业比例为被解释

变量，利用１９９５－２０１０年间２０个ＯＥＣＤ国家的面板数据，通过建立固定效应模型研究公共就业与

财政透明度之间的关系发现，当财政透明度水平度较低时，与较高的ＧＤＰ增长率相伴的通常是较高

的公共就业水平，但是随着财政透明度的提高，两者之间的相关性逐渐减弱直至消失。这主要是由

于，在财政透明度较低时，政府有利用ＧＤＰ高速增长所带来的收入增加来扩大公共就业的动机。其

次，在参与式预算方面，Ｔｏｕｃｈｔｏｎ＆ Ｗａｍｐｌｅｒ（２０１４）研究发现，引入参与预算机制的巴西地级市相

较于其他城市婴儿死亡率大幅下降，主要原因是公民参与能够改善政府公共政策和财政支出的目标

（Ｇｏｎｃａｌｖｅｓ，２０１３）。

四、财政公开理论研究的未来趋势与展望

鉴于当下中国正处于推进财政公开的关键时期，首先，我国需要妥善解决地方政府债务规模

爆发问题。尤其是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以来，地方政府为应对经济危机冲击大规模举债并

导致财政收支压力加大，同时财政不透明又与预算软约束相互交织，进一步地加剧了预算外非税

收入与隐性债务规模的扩张。其次，我国长期以来实行注重ＧＤＰ的政绩考核观，地方政府的支

出明显倾向于经济性公共产品而忽略社会性公共产品，引发我国公共产品供给效率低下和结构

失衡等问题。最后，在全面深化改革浪潮的推动下，各领域的深层次矛盾凸显，提升政府治理水

平刻不容缓。然而，相较于亟须改革的客观现实，我国深化财政公开的举措相对有限，各级政府

部门财政透明有待提高，参与式预算机制尚处于试点阶段。除此之外，相对于较为成熟与多维度

深入展开的国外研究，目前国内学界对于财政公开的研究仍处于探索起步阶段。一是对财政透

明的研究多以总量分析为主；二是地方政府财政透明度的相关数据主要来自上海财经大学课题

组的二手数据；三是针对参与式预算机制进行研究的文献相对匮乏。然而，尽管国外学者对财政

公开影响的研究较为深入，但对财政公开的经济社会效应等问题的研究仍有待深入，而且对财政

透明或参与式预算机制需要分类或分阶段深入剖析。当然在这其中，源于政府干预财政公开具

有一定的特殊性与局限性，也导致对财政公开问题进行深入量化分析存在一定的人为阻力与制

度障碍。

第一，科学设计与不断完善财政透明测度方法与评价指标体系。目前国外学者对财政透明度指

标的确定大多采用调查问卷的方式，不仅过程较为烦琐且工作量大，更为重要的是测度结果的可信

度有待提高。而国内学者对财政透明度的指标大多采用来自上海财经大学《中国财政透明度报告》

中的测度数据，但这一测度指标始于２００９年，时间较短不利于实证分析的开展。一方面，有关财政

透明的研究不应只是宽泛的财政透明指标，而是应具体分析政府预算每个过程或某项具体支出和收

入透明的影响，唯有如此政府才能有效地进行财政信息公开，从而获得财政信息公开最大的政策效

果。另一方面，财政透明度与预算透明度存在较大差别，财政透明度的内容更为宽泛，而在现有文献

中一些学者仅以预算透明度来衡量财政透明，未来的研究应旨在构建一个更准确、更全面地反映财

政透明的测度方法和评价指标体系。

第二，财政公开中包含财政透明和参与式预算，目前理论界侧重于对财政透明的研究而忽略参

与式预算，尤其缺乏对参与式预算的定量研究。这主要是由于参与式预算并非单一的制度程序，其

参与主体、参与范围和参与程度受限于各地区的政治文化和财政体制，因此如何构建衡量参与式预

算的指标以及其经济社会效应存在一定的困难。除此之外，财政透明是实现参与式预算的基础，只

有社会公众可以获得财政信息了解政府行为时，才能进一步地决定政府支出的范围，但是既有研究

几乎都将财政透明与参与式预算人为割裂开来进行研究，未来需要更加关注财政透明与参与式预算

之间关系以及二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交互效应，显然，国内外学术界对此研究明显不够。这是因为

财政公开主要支持者的观点认识以及关注的重点并不统一。比如就ＩＭＦ而言，宏观经济稳定是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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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的最终目标；又如发展中国家和其公民，往往更有兴趣的是参与式预算如何影响收入分配、公共

产品供给和政府治理。

第三，政府干预财政公开措施的有效性评价及其不同干预措施之间的权衡与相关关系分析也是

未来研究关注的焦点。比如，不同的信息披露措施是如何影响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更进一步地，

政府同时干预财政信息的披露与参与式预算机制时，两者能否相互补充进而更加有效地遏制腐败或

寻租？为探寻以上问题的答案，这就需要在同一个实验中研究不同的干预措施以及不同干预措施组

合，虽然研究存在一定的困难，但不同干预措施之间的合理权衡与有效组合能让政府采取更好的举

措以更好地实现政府政策目标。

第四，未来财政公开的研究范围与研究深度均需要深入与拓展。首先，在财政透明方面，国内外

既有研究不仅多以省级（州级）财政透明为主，且很少涉及政府部门财政活动各方面与全过程，因而

今后不仅需要将财政透明的研究拓展至市、县级政府财政透明，还要延伸至政府财政活动的全过程，

比如支出透明、收入透明以及项目透明等。其次，对参与式预算的研究应当涵盖更丰富的内容，而不

是仅仅集中于引入参与式预算机制对资源配置和公共产品供给、政府治理等方面的影响，参与式预

算机制是将有政府控制的部分向社会公众开放，因此其影响是广泛且深远的。

另外，已有研究更多关注财政公开的积极效应，而事实上财政公开的负面效应和公开成本也是

不容置疑的。因而如何界定和衡量财政公开的成本？如何分析与客观看待财政公开的负面效应？

以及由此引发是否存在最优财政公开？以上这些问题均需要进一步深入探究与分析，从而使得政府

在干预财政公开时采取更加完善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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